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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数字经济已经成为推动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之一，从多维度关注并对比发达国家数字经济政策，能够为我国数字经济发展提供重要支撑。以中国和韩国2004年9月－2023年6月颁布的数字经济相关政策文件为研究样本，从政策“工具－目标”视角出发，综合运用Python语言和Nvivo12软件，基于文本计量分析方法，深入分析对比中韩两国数字经济政策特征。研究发现：（1）中韩两国虽然在政策主题方面都重视投入基础设施、技术、数据等要素，但中国更关注资源整合、数字化治理能力的提升，而韩国则侧重于通过投资引导推动各产业的数字化发展；（2）两国在政策工具维度方面也有所不同，中国缺乏需求面政策工具的使用，韩国则缺乏环境面政策工具的使用；（3）政策目标维度方面中韩两国也呈现出明显的差异，中国以基础设施、目标规划和组织领导支撑产业数字化和数字化治理，韩国则以技术支持、技术创新和安全监管推动数字产业化和数据价值化。为推动我国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建议适时调整政策目标，优化政策工具组合，深化产学研合作，强化数字化治理能力，推动产业数字化转型，加强人才培养和引进。通过构建完善的数字经济政策体系，激发数字经济新动能，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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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digital economy has emerged as a primary driver of global economic growth. Conducting a comprehensive analysis and comparison of the digital economic policies of developed countries, from various perspectives, can offer valuable insights to support China's digital economy development. This study utilizes policy documents related to the digital economy issued by China and Korea from September 2004 to June 2023 as research samples. Employing Python language and Nvivo12 software, along with text econometric analysis method, this paper deeply examines and compar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digital economy policies between China and  Korea from the "instrument-target" perspective. The key findings are as follows: (1) While both countries emphasize investment in infrastructure, technology, data, and other factors in their policy themes, China focuses more on resource integration and enhancing digital governance capabilities, whereas Korea concentrates on promoting digital development across various industries through investment guidance; (2) There are also differences in terms of policy tools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China lacks demand-side policy tools while Korea lacks environment-side policy tools; (3) In terms of policy objectives, there are distinct disparities between China and Korea, China supports industrial digitization and digital governance through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planning and organizational leadership, while Korea promotes digital industrialization and data value through technical support,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safety supervision. Based on these findings, it is recommended that in order to promot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digital economy adjustments in China, it should be made to policy objectives in a timely manner; optimization should be done regarding the combination of policy tools; industry-university-research cooperation should be deepened; efforts should be made to strengthen digital governance capabilities; industrial digitization transformation should be promoted; talent training & introduction need strengthening. By establishing a robust system for digital economy policies we will stimulate new drivers for the sector leading towards sustainable economic & social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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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数字经济政策是促进数字经济发展的系列政策工具组合[1]。中国和韩国作为亚太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前列的相邻国家，二者在数字经济技术、产业、规则制定等方面的发展与合作已逐渐成熟。中韩数字经济的良好发展，离不开两国政府数字经济政策设计。中国方面，2015年至今，国家与地方政府围绕数字经济发展，陆续出台24项相关政策，包括2022年国务院印发的《“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等【请作者补充数据统计来源，在样本数据未出现之前，请清晰标明文件的统计来源。】，党的二十大报告同样强调要加快发展数字经济，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2]。韩国方面，2004年在《关于韩国、英国、法国、德国组建首个亚欧电子贸易联盟的决定》中首次提到数字经济的概念，并先后出台了《大韩民国数字战略》等30项相关政策[3]。中国国家发展改革委与韩国企划财政部建立了中韩经济领域务实合作交流会机制，并打造中韩（长春）国际合作示范区，拓展高端制造业、数字经济、绿色低碳等领域合作，培育经济合作新动能。
中韩两国通过加强顶层设计推动数字经济发展，韩国先于中国提出相关概念并制定政府政策。韩国政府认为未来社会和经济发展的核心是拓展数据产业，因此计划优先采取政府财政支撑数字化产业发展，加快创新数字技术，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4]。与之对应，中国近年加大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投入力度，尤其是云计算、人工智能、大数据中心和5G等领域，以推动传统产业的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转型。因此，通过全面梳理对比中韩数字经济政策，提炼韩国在数字经济政策制定方面的经验与教训，对于促进中韩交流合作，优化中国数字经济政策的制定及推动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1  文献综述
随着数字经济成为驱动经济社会进步的主动力，全球数字经济进入快速发展时期。学界在近些年逐渐聚焦数字经济相关研究领域，研究主题围绕数字经济理论、数字经济水平测度与数字经济政策分析等方面。
在数字经济发展研究的起步阶段，学界将注意力大多集中于数字经济理论方面，国内外众多学者围绕数字经济内涵与特征开展研究。Don[5]在1996年较早提出数字经济的概念，将数字经济定义为由数字技术重构经济环境、经济活动的新形态。数字技术在后续二十多年，逐渐转化形成高新技术产业，互联网与信息通信产业的发展，促使数字经济内涵不断演进更新[6]。柏培文等[7]认为数字经济是引领新一轮技术革命与产业革命的新型战略性组织形态。数字经济如今迈入高速发展阶段，其内涵界定更加全面，Goldfarb等[8]认为数字经济是基于人工智能、区块链、大数据等新型信息通信技术，综合网络、平台及智能经济的一种新经济模式。而后学界又将研究重点集中于数字经济水平测度方面，许宪春等[9]用直接法利用增长核算账户框架计算出数字经济规模。也有学者利用直接法和对比法从数字经济的分类出发，建立数字经济核算指标体系测算其规模及发展水平（如徐清源等[10]、杨慧梅等[11]）。目前，数字经济政策分析逐渐被学界重视，研究方向多聚焦于政策功能及效应评估方向。如陈美等[12]基于政策工具理论，利用LDA模型，分析中国省级政府数字经济政策文本，厘清各省数字经济政策功能，为各省优化数字经济政策制定提供经验办法。卜令通等[13]基于PMC指数模型，对中国中央及地方数字经济政策特征进行剖析。余文涛等[14]通过实证研究发现，数字经济政策出台显著提升了产学研协同创新水平，并揭示了区域数字化水平和区域吸收能力在这一过程中起到的中介和调节作用。홍사균等[15]提出，数字经济政策的制定对经济高质量发展、产业发展、科技创新具有显著的影响。蔡晓陈等[16]用双重差分模型，数字经济产业政策显著提高了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主要通过增加企业研发投入和缓解融资约束实现。
综上，已有相关研究明确了数字经济的内涵和理论，能够利用指标体系和模型构建的方式测度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并对中国数字经济政策进行了梳理分析。但仍存在一些不足：一是政策方案研究缺乏，多数研究关注数字经济理论及效应分析，较少全面分析数字经济政策的特点；二是研究视角相对较窄，研究多聚焦中国中央及地方政府层面数字经济政策侧重点，较少涉及国外代表性国家或地区数字经济政策的特点，尤其是对与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特点相似国家的政策剖析。为此，本研究针对中国和韩国国家层面数字经济政策为研究样本，建立政策“工具－目标”二维分析框架，基于Python语言的自动化机器学习，对数字经济政策文本进行无监督的主题内容挖掘，同时利用Nvivo12软件分析中韩数字经济政策工具和政策目标分布，描绘政策“工具－目标”视角下的中韩数字经济政策体系整体图景，为未来中国数字经济政策的制定提供参考，并为促进中韩数字经济良好合作愿景提供思路。
2  研究设计
2.1  理论框架
2.1.1  X维度：政策工具
在公共管理衍生发展的历程中，经历了公共管理主体不断增多，公共政策愈发复杂的阶段，政策工具便成了政策研究的高效工具[17]。政策工具是政府及相关领导者，将政策落地的一系列方法措施[18]。不同层次与结构的政策工具，内部特征具有相关性，其整体能够形成系统的政策工具[19]。政策工具分类有3种代表性观点：一是Mcdonnell等[20]基于教育政策目的，将政策工具分为指令、鼓励、能力与制度四类；二是Howlett等[21]针对医养与公共服务政策，将政策工具分为强制、混合与自愿型3种类型；三是Rothwell[22]认为政策工具影响具有层次性，因此将其划分为供给面、需求面与环境面3个层次。
综合Rothwell[22]学者的研究成果与中韩数字经济政策特点，本研究将分析框架中的X维度设置为政策工具，并从供给面、需求面及环境面对数字经济政策进行分析。其中，供给面是指通过提供基础设施建设、资金投入、人才引进培养、资源分配、技术支持与组织领导6个方面，提高政府供给力度，支持数字经济发展[23]。需求面是指国家鼓励引导社会各界通过国际交流、技能培训等方式促进技术创新与产业发展，从而推动数字经济进程[24]。环境面则是指国家通过目标规划、法律法规、安全监管与税收优惠4种引导措施，优化数字经济发展环境[25]。
2.1.2  Y维度：政策目标
政策制定预期、政策执行要求与政策达到结果构成了政策目标，政策目标的具象化为下一步政策方案选定执行与绩效评价提供了可行性[26]。同时，每一类政策工具不单单会影响某一方面的政策目标，有可能对多个政策目标产生影响。杨凯瑞等[27]将政策目标分为基础研究、技术研发、成果转化、融合应用和环境开发五点。王诗语等[28]则将政策目标分为推进数字化转型升级、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发挥数据要素作用、提高数字治理水平与健全法律法规。
数字经济作为新经济形态，与传统经济形态存在较大差别，经济结构转型时期，数字经济政策具有独特目标[29]。总结相关学者的研究与中韩数字经济特点，本研究将Y维度设置为政策目标，引入分析框架。具体来说，数字经济政策目标分为以下4点：一是数字产业化。数字产业化是衡量数字经济质量的重要指标，是数字经济发展的基础部分及核心产业，能够为产业数字化发展提供数字技术、产品、服务、基础设施和解决方案；二是产业数字化。产业数字化是推动制造业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以及提高制造业劳动生产率的有效途径，是数字经济政策主要目标之一；三是数字化治理。数字化治理能够使信息精准化、治理高效化、治理智能化，从而推动数字政府建设；四是数据价值化。数据价值化是数字经济发展关键，通过数据资源化，数据资产化、数据资本化3个阶段，实现数据的社会价值及经济价值。
建立的数字经济政策“工具-目标”二维分析框架如图1所示。
【图1：“政策目标”的位置和方向改按本刊规范要求执行。参考以下例图中的“满意度系数”的方向，用附件单独提供清晰度足的图片，并注意每一个图文件的命名应为图号和图题，且要与正文中的图号和图题一致】
例图：[imag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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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数字经济政策“工具-目标”二维分析框架
2.2 政策数据来源与文本处理
2.2.1  数据来源
本文研究对象为中韩数字经济相关的政策文本，因此数据来源遵循以下4点：（1）检索层面。本研究选取的为中韩国家层面出台的数字经济相关政策；（2）检索来源。本研究检索来源为中国政府网站、中国产业政策网、中国经济网、韩国产业通商资源部（主管国家实体经济的一个主要部门，负责韩国产业、资源、流通、对外贸易、招商引资、邮政和产业技术。）、科技部政府网站等多种渠道；（3）检索策略。政策标题与数字经济高度相关，内容包含“数字化、数据要素、数字治理”等数字经济专业词汇，且现行有效；（4）检索时间。参照数字经济相关概念在国家层面广泛提出的时间点为依据，中国2015年提出促进制造业数字化，之后数字经济成为发展主题之一。而韩国则是在2004年《关于韩国、英国、法国、德国组建首个亚欧电子贸易联盟的决定》中首次提到数字经济的概念。因此，中国政策选取时间为2015年8月—2023年6月，韩国政策选取时间为2004年9月—2023年6月。基于上述政策来源原则，本文共检索出中国数字经济相关政策24份，韩国数字经济相关政策30份，检索结果按时间线总结结果分别如图2、图3所示：
【图2、图3：文字和字符的字级不加粗！ 用附件单独提供清晰度足的图片，并注意每一个图文件的命名应为图号和图题，且要与正文中的图号和图题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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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中国部分数字经济相关政策列举



[image: 韩国数字经济政策图示_01(6)]
图3  韩国部分数字经济相关政策列举
2.2.2  政策文本处理
首先，54份中韩数字经济相关政策文件（中国24份，韩国30份）共有约100万字，将政策文件结构化处理后形成数据形式，为得到文件中有效主题词，进行以下三步操作：一是基于Python语言自动分词，将政策文件解构为词语形式，其中中国数字经济政策主题词共7 173个，韩国数字经济政策主题词共16 143个；二是基础分词操作不能识别数字经济专业术语，如“数字经济、数据要素、数字产业化”会被分为“数字、经济、要素、产业、化”【不建议如此表述，请作者斟酌】等词汇。因此，加入数字经济相关专业术语词汇，将数字经济专业术语设置为常用词，分词时提高主题词有效性；三是加入停用词汇表，将标点、空格、制表符、人称、助词、副词、语气词等无关词汇筛除，最后得到中国数字经济政策主题词共6 585个，韩国数字经济政策主题词共14 879个。三步操作后，根据主题词词频分析并制作词云，初窥中韩数字经济相关政策关注重点。
其次，为实现中韩数字经济政策“工具—目标”维度分析，利用Nvivo12软件对政策文本按照“编号—章节—段落”规则手动编码，将政策文本转化为具有3个政策工具和4个政策目标的半结构化面板数据。归纳后获得中国数字经济相关政策半结构化面板数据共292条，韩国数字经济政策数据468条。基于此，分别对中国与韩国政策“工具—目标”分布进行分析，进而对比分析中韩数字经济相关政策主题侧重及政策“工具—目标”分布特点。

【以下涉及“中国政府”提出的总结归纳中，请作者再次确认不需要指明文件总结的根据性来源，涉及相关数据的文献来源。】
3  研究结果与讨论
3.1  中国数字经济政策分析
3.1.1  中国数字经济政策主题词分析
首先，对2015年8月—2023年6月中国24份数字经济相关政策进行分析，制作主题词词云，聚类分析政策主题词，结果如图4所示。数字经济政策文本主题词在图中以不规则形式排列，词汇大小代表出现频率的高低，词汇显示越大则词频越高。可以初步看出，中国数字经济相关政策中，“数字、发展、数据、建设、服务、提升、推动、数字经济、数字化、产业、数字政府、治理、”等词汇词频较高，说明中国数字经济政策呈现多方向、多支撑的特点，聚类主题明显集中在支持数字经济、产业数字化、数字产业化、数字化治理、数据价值化发展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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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2015年8月—2023年6月中国数字经济政策关键主题词网络
其次，基于对数字经济相关政策文本进行分词、去停用词的处理结果，计算中国数字经济发展主题词词频结果，由于篇幅限制，仅列出词频排前50的主题词（其他数据备索），并计算每个主题词词频数在前50词频中所占比例，如表1所示。针对主题词词频结果统计分析，发现中国数字经济相关政策具有4个特征：一是中国数字经济政策主体更加关注中小企业和政府的数字化转型；二是中国注重数据的核心地位，积极促进平台、工业产业、政务的数字化发展；三是在数字经济发展过程中，中国强调以技术为支撑，以创新为导向，不断完善信息、网络等基础设施建设，推动数字产品研发和人才培养；四是中国注重数字经济发展国际化战略，积极开展国际合作。

表1  中国数字经济政策主题词词频排名前50
	序号
	主题词
	词频
	占比
	序号
	主题词
	词频
	占比

	1
	数据
	2 769
	8.32% 
	26
	基础设施
	344
	1.03% 

	2
	发展
	1 479
	4.44 %
	27
	标准
	333
	1.00% 

	3
	服务
	1 330
	4.00% 
	28
	信息化
	332
	1.00% 

	4
	技术
	1 201
	3.61% 
	29
	市场
	315
	0.95% 

	5
	安全
	934
	2.81% 
	30
	治理
	314
	0.94% 

	6
	数字
	920
	2.76% 
	31
	产品
	288
	0.87% 

	7
	创新
	871
	2.62% 
	32
	研发
	279
	0.84% 

	8
	企业
	824
	2.48% 
	33
	科技
	265
	0.80% 

	9
	信息
	811
	2.44% 
	34
	国际
	250
	0.75% 

	10
	网络
	788
	2.37% 
	35
	合作
	244
	0.73% 

	11
	体系
	761
	2.29% 
	36
	制造
	241
	0.72% 

	12
	资源
	740
	2.22% 
	37
	环境
	238
	0.72% 

	13
	经济
	738
	2.22% 
	38
	研究
	238
	0.72% 

	14
	国家
	678
	2.04% 
	39
	生产
	236
	0.71% 

	15
	平台
	669
	2.01% 
	40
	工程
	232
	0.70% 

	16
	产业
	593
	1.78% 
	41
	制度
	226
	0.68% 

	17
	互联网
	574
	1.73% 
	42
	质量
	218
	0.66% 

	18
	工业
	570
	1.71% 
	43
	人才
	215
	0.65% 

	19
	智能
	563
	1.69% 
	44
	政策
	212
	0.64% 

	20
	政务
	491
	1.48% 
	45
	监管
	212
	0.64% 

	21
	数字化
	433
	1.30% 
	46
	金融
	164
	0.49% 

	22
	人工智能
	424
	1.27% 
	47
	中小企业
	129
	0.39% 

	23
	政府
	396
	1.19% 
	48
	产业链
	105
	0.32% 

	24
	融合
	359
	1.08% 
	49
	绿色
	94
	0.28% 

	25
	行业
	348
	1.05% 
	50
	科研
	78
	0.23% 


3.1.2  中国政策“工具-目标”分析
根据政策“工具-目标”分析框架，按照“编号-章节-段落”规则手动编码后，得到中国数字经济相关政策半结构化面板数据共292条，分析结果如表2所示。
表2 中国数字经济政策文本“工具-目标”二维分析
                                                            单位：条
	工具-目标
	数字产业化
	产业数字化
	数字化治理
	数据价值化
	合计
	总计

	供给面
	基础设施
	8
	34
	22
	3
	67
	159

	
	资金投入
	3
	11
	4
	2
	20
	

	
	人才引培
	2
	12
	5
	
	19
	

	
	资源分配
	
	5
	2
	
	7
	

	
	技术支持
	3
	
	1
	4
	8
	

	
	组织领导
	6
	13
	16
	3
	38
	

	需求面
	鼓励引导
	2
	6
	4
	1
	13
	52

	
	国际交流
	8
	4
	
	9
	21
	

	
	产业发展
	2
	8
	
	
	10
	

	
	技能培训
	2
	1
	3
	
	6
	

	
	技术创新
	1
	
	1
	
	2
	

	环境面
	税收优惠
	1
	9
	
	1
	11
	81

	
	安全监管
	9
	3
	17
	4
	33
	

	
	法律法规
	6
	2
	2
	2
	12
	

	
	目标规划
	6
	14
	2
	3
	25
	

	总计
	59
	122
	79
	32
	292
	 292



首先，从政策工具维度分析，中国数字经济政策工具使用主要集中在供给面（54.45%）和环境面（27.74%），而需求面（17.81%）政策工具则使用较少。
供给面，以基础设施建设（42.14%）、组织领导（23.90%）和资金投入（12.58%）为主，促进数字经济发展。其中，基础设施建设方面，中国国务院、发改委、工信部和商务部等多部门指出要加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组织领导方面，指出要坚持和加强数字中国、数字政府、数字乡村、数据中心建设及人工智能产业发展等方面的组织领导；资金投入方面，指出要统筹政府和市场多渠道资金投入，提供产业数字化、数字乡村、数字安全与数字中国建设等方面的资金保障。
需求面，较多利用国际交流（40.38%）、鼓励引导（25.00%）等方式为数字经济发展提供充足动力。其中，中国在国际交流方面，《二十国集团数字经济发展与合作倡议》等在全球赢得广泛共识，不断加强信息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建设，促进“丝路电商”合作，数字经济领域平台企业加速出海，积极参与6G国际化标准制定；在鼓励引导方面，国家鼓励引导社会资本设立市场化运作的数字经济细分领域基金，鼓励银行业金融机构创新产品和服务，加大对数字经济核心产业的支持力度，不断推动数字中国建设。
环境面，安全监管（40.74%）占据首要地位，中国国务院及各部委不断强调数字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安全监管工作重要性，如国务院指出要建立跨境数据流动安全监管制度，保障国家基础数据和敏感信息安全等；目标规划（30.86%）紧随其后，中国政府提出数字经济发展目标，如国务院提出到2025年，数字经济迈向全面扩展期，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达到10%【补标相关参考文献引用】，数字化创新引领发展能力大幅提升，智能化水平明显提升，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融合取得显著成效，数字经济治理体系更加完善，中国数字经济竞争力和影响力稳步提升。此外，法律法规（14.82%）和税收优惠（13.58%）则使用较少。
根据上述子维度分析，可以发现中国政府重视数字经济发展，制定数字经济发展规划及战略，主要通过基础设施建设、组织领导、国际交流、鼓励引导、安全监管及目标规划等方面促进数字经济发展；值得注意的是，相关的法律法规、技术支持、税收优惠、资源分配较少，说明现阶段数字经济处于发展前期，相关技术仍需研发攻关，法律、规范、标准、制度等尚需进一步完善，中国相应的技术支持、资源分配、税收优惠等政策相对较少。
其次，政策工具的使用也可以根据不同的政策目标维度进行分析，从政策目标维度分析，产业数字化占比最多（41.78%），数字化治理（27.05%）排在第二位，而后依次是数字产业化（20.21%）和数据价值化（10.96%）。
数字产业化方面，以安全监管（15.25%）、基础设施（13.56%）和国际交流（13.56%）为主。如中国工信部提出要围绕数字产业化，适度超前布局数字基础设施；商务部指出进入新发展阶段，加快推动数字经济对外投资合作，有利于实现数字产业化【此处若涉及相关文献的具体引用，应补标相关参考文献】（尊敬的编辑：以下为作者自行梳理分析总结，不涉及引用，无须修改。）。此外，其他政策工具占比均低于10.5%说明中国数字产业化发展处于探索阶段，需要填补基础要素，如不断巩固基础设施建设，完善安全监管措施，加强国际交流，学习数字产业化发展先进经验教训等。
产业数字化方面，基础设施（27.87%）占比最大，目标规划（11.48%）紧随其后。中国政府提出要建立健全行政、财政、教育、科研、国防、工业等国家重大互联网基础设施体系；利用数字信息技术对传统产业进行全面的改造，重塑传统产业，产生工业互联网、能源互联网、车联网等产业数字化新场景【此处若涉及相关文献的具体引用，应补标相关参考文献】（尊敬的编辑：以下为作者自行梳理分析总结，不涉及引用，无须修改。）。同时，人才引培（9.84%）和资金投入（9.02%）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中国政府提出要引导企业强化数字化思维，提升员工数字技能和数据管理能力，全面系统推动企业研发设计、生产加工、经营管理、销售服务等业务数字化转型；推行普惠性“上云用数赋智”服务，推动企业上云、上平台，降低技术和资金壁垒，加快企业数字化转型【此处若涉及相关文献的具体引用，应补标相关参考文献】（尊敬的编辑：以下为作者自行梳理分析总结，不涉及引用，无须修改。）。
数字化治理方面，占比较大的分别是基础设施（27.85%）、安全监管（21.52%）与组织领导（20.25%）。中国国务院分别在《国务院关于印发“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的通知》和《国务院关于加强数字政府建设的指导意见》中指出，加大政务信息化建设统筹力度，强化政府数字化治理和服务能力建设，探索建立适应平台经济特点的监管机制，推动线上线下监管有效衔接，强化对平台经营者及其行为的监管等【此处若涉及相关文献的具体引用，应补标相关参考文献】（尊敬的编辑：以下为作者自行梳理分析总结，不涉及引用，无须修改。）。
数据价值化方面，国际交流（28.13%）为主，技术支持（12.50%）与安全监管（12.50%）次之。中国政府提出不仅要深挖工业数据价值，探索企业制造能力交易、工业知识交易等新模式，探索建立工业数据确权、数据流通、数据安全等规则规范；还要鼓励重点行业创新数据开发应用模式，在确保数据安全、保障用户隐私的前提下，调动行业协会、科研院所、企业等多方参与数据价值开发。
3.2  韩国数字经济政策分析
3.2.1  韩国数字经济政策主题词分析
首先，对2004年9月—2023年6月韩国30份数字经济相关政策分析，聚类分析政策主题词（如图5所示）。可以看出，韩国数字经济相关政策中，“支持、企业、技术、信息、创新、数字、产业、建立、服务、数据、安全”等词汇词频较高，说明韩国数字经济政策更加聚焦于技术创新以及数据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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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2004年9月—2023年6月韩国数字经济政策关键主题词网络
其次，通过主题词词频结果统计分析可以清晰地反映出韩国数字经济政策的主题方向，韩国数字经济政策主题主要反映了4个特征（如表3所示）：一是韩国数字经济政策强调以企业、政府、社会为主体，通过加强服务和管理，推动数字经济发展；二是韩国强调以创新为导向，发展数字化技术，利用教育和福利手段，培养数字化人才，从而推动就业。此外，韩国还非常重视对金融、工业、医疗、能源等行业的投资；三是在产业数字化过程中，以人工智能产业为主，积极完善基础设施建设，加强监管意识，强化安全管理体系；四是通过升级网络设施、扩大公共数据开放共享，利用平台资源，加速地区和行业间的数字融合与创新。
表3  韩国数字经济政策主题词top-50
	序号
	主题词
	词频
	占比
	序号
	主题词
	词频
	占比

	1
	支持
	2 966
	6.06%
	26
	网络
	794
	1.62%

	2
	企业
	2 766
	5.65%
	27
	社会
	782
	1.60%

	3
	基础设施
	2 261
	4.62%
	28
	合作
	761
	1.55%

	4
	技术
	2 258
	4.61%
	29
	发展
	733
	1.50%

	5
	信息
	1 843
	3.76%
	30
	教育
	715
	1.46%

	6
	服务
	1 751
	3.58%
	31
	环境
	699
	1.43%

	7
	创新
	1 471
	3.00%
	32
	人工智能
	692
	1.41%

	8
	产业
	1 467
	3.00%
	33
	通信
	687
	1.40%

	9
	国家
	1 464
	2.99%
	34
	政策
	649
	1.33%

	10
	数字
	1 403
	2.86%
	35
	公平
	621
	1.27%

	11
	安全
	1 319
	2.69%
	36
	文化
	605
	1.24%

	12
	管理
	1 205
	2.46%
	37
	人才
	583
	1.19%

	13
	数据
	1 137
	2.32%
	38
	资源
	573
	1.17%

	14
	研究
	1 132
	2.31%
	39
	平台
	572
	1.17%

	15
	地区
	1 039
	2.12%
	40
	全球
	525
	1.07%

	16
	体系
	1 002
	2.05%
	41
	数字化
	524
	1.07%

	17
	经济
	997
	2.04%
	42
	中小企业
	504
	1.03%

	18
	公共
	929
	1.90%
	43
	标准
	473
	0.97%

	19
	政府
	920
	1.88%
	44
	工业
	457
	0.93%

	20
	市场
	914
	1.87%
	45
	融合
	456
	0.93%

	21
	投资
	904
	1.85%
	46
	医疗
	453
	0.92%

	22
	智能
	855
	1.75%
	47
	能源
	453
	0.92%

	23
	就业
	816
	1.67%
	48
	新政
	430
	0.88%

	24
	金融
	811
	1.66%
	49
	监管
	416
	0.85%

	25
	制度
	796
	1.63%
	50
	福利
	395
	0.81%


3.2.2  韩国政策“工具－目标”分析
【请作者检查此部分的数据表述，确保准确无误】
与中国政策文本的处理方式相同，对韩国政策文本进行编码、分析后，共得到468条数据，分析结果如表4所示。
表4  韩国数字经济政策文本“工具－目标”二维分析
                                                            单位：条
	工具－目标
	数字产业化
	产业数字化
	数字化治理
	数据价值化
	合计
	总计

	供给面
	基础设施
	16
	1
	3
	5
	25 
	174 

	
	资金投入
	4
	
	1
	2
	7 
	

	
	人才引培
	8
	3
	5
	8
	24 
	

	
	资源分配
	15
	2
	3
	11
	31 
	

	
	技术支持
	44
	21
	4
	15
	84 
	

	
	组织领导
	1
	
	
	2
	3 
	

	需求面
	鼓励引导
	3
	
	1
	2
	6 
	169 

	
	国际交流
	4
	1
	2
	2
	9 
	

	
	产业发展
	36
	5
	3
	21
	65 
	

	
	技能培训
	9
	2
	3
	5
	19 
	

	
	技术创新
	48
	11
	7
	4
	70 
	

	环境面
	税收优惠
	7
	
	2
	3
	12 
	125 

	
	安全监管
	41
	10
	7
	17
	75 
	

	
	法律法规
	14
	
	3
	6
	23 
	

	
	目标规划
	6
	1
	1
	7
	15 
	

	总计
	256
	57
	45
	110
	468 
	468


首先，从政策工具维度分析，韩国数字经济政策工具使用供给面、需求面和环境面较为均衡，但仍呈现供给面（37.18%）>需求面（36.11%）>环境面（26.71%）的特点。
供给面，技术支持（48.28%）、资源分配（17.82%）、基础设施建设（14.37%）、人才引培（13.79%）占比较多。技术支持方面，韩国国家信息化基本规划中提出通过提供套餐式服务来培育创意企业，并强化从技术到交易支持的综合支撑体系；资源分配方面，推动基于新技术的国家空间信息利用，激活国家空间信息的开放和共享，促进私营部门的空间信息生产、管理和分配；基础设施建设方面，为了实现“数字创意韩国”，推进了四项 “ICT核心战略”，包括通过信息化驱动创意经济、利用创意ICT、增强创意能力和升级创意韩国的基础设施。
需求面，技术创新（41.42%）、产业发展（38.46%）占主导地位。技术创新方面，韩国政府联合产业通商资源部、科技部等8个相关部委设立智能制造创新基础、创新数据中心等58个项目打造高新技术产业综合体；产业发展方面，韩国政府推动大型企业到中小企业，涵盖农业、畜牧业、渔业、制造业、服务业等，全面实施数字化转型的数字化创新项目。政府主导各领域快速建立数字文化，确保企业和公民接受数字创新价值观并鼓励自愿参与；技能培训（11.24%）方面，韩国每年派遣300名硕士、博士到海外大学进行人工智能强化培训，实施大数据专家国家认证资格考试。
环境面，安全监管（60%）占比最高，韩国财政部强调顺应数字环境变化，强化促进金融与非金融融合的制度基础，完善金融业整体监管。法律法规（18.40%）紧随其后，韩国打造全产业周期数字化创新生态系统，如制定《产业数字化转型推进法》利用产业数据，推进数字化转型，支持从初创、成长到业务重组的整个产业周期的增长，推进数字融合产业完善数字创新的法规和制度。目标规划（12%）和税收优惠（9.6%）方面则使用较少。
根据上述子维度分析，可以发现韩国政府大力实施“数字新政”，主要通过技术支持、资源分配、技术创新、产业发展、安全监管、法律法规等方面推出了一系列促进企业贸易数字化，强化数字治理并提升数字化服务水平的政策；但是组织领导、资金投入、鼓励引导、国际交流等方面较少，说明韩国在数字经济快速发展的中期政府的全局性和指导性政策方面尚不够全面和完善。
其次，从政策目标维度分析，根据上表统计结果，韩国数字产业化政策占比最多（54.7%）其次是数据价值化政策（23.50%），较少的是产业数字化政策（12.18%）和数字化治理政策（9.62%），不同的政策目标维度政策工具使用也有所不同。
数字产业化方面，以技术创新（18.75%）、技术支持（17.19%）、安全监管（16.02%）、产业发展（14.06%）为主。如通过研发和示范自动驾驶汽车、船舶、智能服装、家电、服务机器人等产服融合新产品，推动产业化。通过建立147类6亿条数据库并扩大参与范围，推动现有数据产业化，逐步扩大再加工和下一代数据共享技术的应用。其次是基础设施（6.25%）、资源分配（5.86%）、法律法规（5.47%），如韩国通商资源部提出要加强数字政府、发展通信基础设施、增强数字能力、培育数字技术创新等，通过支持公共和私人数据混搭，创建公共和私人数据融合的初始市场，包括开发创新的高价值内容和服务。
产业数字化方面，以技术支持（36.84%）为主，技术创新（17.54%）和安全监管（17.54%）次之。如韩国中小企业和初创企业部建立将人工智能、大数据网络等第四产业相关创意与制造业相结合的初创中心。连接和利用工业、能源、安全、物流等产业复合体的各种数据基础设施，提供基于数据和人工智能的解决方案，提高生产率，从而增强数据质量和基础设施之间的协同效应，促进产业数字化新模式的创建等。
数字化治理方面，韩国政策支持较少，技术创新和安全监管占比同样为15.56%，人才引培（11.11%）。韩国科技部与相关部门联合发布《地方数字竞争力强化方案》中提出要构筑人工智能、数字孪生、区块链、Metabus四大新数字技术，并将数字经济60%的教育课程安排在非首都圈，以扩充地方企业的本地化数字型人才。此外，其他政策工具占比均低于10%，说明韩国数字化治理发展处于起步阶段，需要加强政府各部门组织领导、鼓励引导，增加相关资金投入等。
数据价值化方面，产业发展（19.09%）和安全监管（15.45%）占比较高，其次为技术支持（13.64%）和资源分配（10%）。韩国政府制定和分发针对数据泄露等安全威胁的智能工厂技术保护指南，确立技术保护的范围，预防和应对技术层面的侵权、保护措施等；成立十大行业数字化转型联盟数据中心，启动6个代表性项目及协作支持中心，公开进出口、物流等87类工业数据分析服务，建立全链条产学研合作网络、AI云计算基础设施等智能工厂全面提升数据价值。

3.3  中韩政策“工具—目标”分布对比
政策工具方面，中国和韩国政策工具分布分别如图6和图7所示。

图6  中国数字经济政策“工具—目标”分布
图7  韩国数字经济政策“工具—目标”分布
由图6、图7可知，中国政策工具呈现供给面>环境面>需求面的特征，而韩国则呈现供给面>需求面>环境面的特点。可以说明中韩两国均使用供给面政策工具最多，都从国家层面不断提供基础设施建设、资金投入、人才引进培养、资源分配、技术支持与组织领导来促进数字经济发展。但在需求面和环境面政策工具中，中国侧重于环境面，利用目标规划、法律法规、安全监管与税收优惠等引导措施，优化数字经济发展环境通过，韩国更关注需求面，鼓励引导社会各界通过国际交流、技能培训等方式促进技术创新与产业发展，从而推动数字经济进程。具体来说，中国供给面以基础设施建设和组织领导为主，韩国则提供更多技术支持和资源分配。环境面中，中韩两国均以安全监管为主，法律法规制定和税收优惠政策相对较少。需求面对比分析显示，中国更注重国际交流，而韩国将技术创新放在首位。
政策目标方面，中韩政策目标分布对比如图8所示。


图8  中韩政策目标分布对比图
由图8可知，中国政策目标呈现产业数字化>数字化治理>数字产业化>数据价值化的特点，韩国政策目标体现数字产业化>数据价值化>产业数字化>数字化治理的特征，中韩在政策目标对比中，具有较大差异，中国更关注产业数字化与数字化治理，而韩国侧重于数字产业化和数据价值化的政策目标。这可能与政策制定时间有关，韩国数字经济相关政策制定始于2004年，而中国在2015开始重点关注该领域，产业数字化和数字化治理作为数字经济发展的前期重点方向，中国的政策目标向这两个方向倾斜，韩国则在20年的发展中，逐步将政策目标转向数字经济中后期发展方向，即数字产业化和数据价值化。
结合表2和表4的“工具—目标”二维分析可知，分别对中韩4个政策目标分布对比分析来看：一是数字产业化方面，中国偏向使用安全监管、国际交流和基础设施等政策工具，而韩国使用技术创新和技术支持等政策工具更多；二是产业数字化方面，中国关注基础设施和目标规划政策工具，韩国仍然投入更多的技术支持和技术创新；三是数字化治理方面，中国使用基础设施政策工具最多，而安全监管等政策工具被中韩重视程度相近；四是数据价值化方面，中国重视国际交流政策工具，韩国则使用产业发展政策工具更多。
通过对比，可以发现在数字经济发展中，中国的政策重点是通过目标规划，加强组织领导，利用基础设施建设、人才引培、资金投入和安全监管等手段，推动产业数字化和数字化治理发展；而韩国政策重点倾向于通过技术支持和技术创新，逐步实现数字产业化和数据价值化。
4 结论与建议
4.1 研究结论
文章基于政策“工具—目标”二维框架，分析比较中国和韩国国家层面的数字经济发展政策，研究结论如下：
（1）主题词方面，中韩数字经济政策主题存在异同，一方面中韩两国高度重视数字经济战略，强调投入基础设施、技术、人才、创新和数据等要素，构建高效的安全监管模式，利用国际交流合作，促进数字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中韩两国在发展领域方面存在差异，中国更加关注资源整合、数字化治理能力的提升、核心技术研发以及数字化绿色化协同发展。韩国则侧重于通过投资引导，推动贸易、文旅、医疗与教育行业的数字化发展。
（2）在政策工具维度，中韩两国数字经济政策广泛使用供给面政策工具，但中国政策侧重于基础设施建设，韩国更加关注技术支持方式。需求面与环境面两种工具中，中国缺乏需求面政策工具的使用，在使用需求面工具时，主要表现为国际交流和鼓励引导，政策工具使用较少且单一。韩国则缺乏环境面政策工具的使用，仅仅集中在安全监管的使用，税收优惠与目标规划手段被韩国政策所忽视。
（3）在政策目标维度，中韩两国呈现完全相反的差异，中国数字经济政策目标集中在产业数字化和数字化治理两方面，韩国则重点以数字产业化和数据价值化为目标。中国较多使用基础设施、目标规划和组织领导支撑产业数字化发展，同时将安全监管权重提升，促进数字化治理。韩国一方面积极利用技术支持、技术创新和安全监管推动数字产业化目标，另一方面较多补充产业发展工具，来促进数据价值化发展。
[bookmark: _GoBack]4.2  政策建议
依据前文分析，针对中国数字经济政策体系，提出以下建议：
（1）创新性地调整政策目标。鉴于中韩两国在数字经济政策目标上存在的显著差异，建议中国适时调整政策目标，向数字产业化、数据价值化倾斜，同时维持对产业数字化和数字化治理的持续关注。这一调整不仅符合中国数字经济的深入发展趋势，而且通过对比中韩政策差异，展示了中国在政策制定上的创新性和前瞻性。
（2）优化政策工具组合，提升国际竞争力。本研究在供给面、需求面和环境面3个维度上提出了优化政策工具组合的建议，特别是在需求面，增加了国际交流和技术创新等政策工具的使用，旨在提升中国数字经济的国际竞争力。这一建议既考虑了当前政策工具的使用现状，又融入了创新的政策设计，有助于促进中国数字经济在全球范围内的竞争力提升。
（3）深化产学研合作，提升核心竞争力。本研究强调深化产学研合作在提升数字经济核心竞争力中的重要性，并提出了推动产业链、创新链、人才链深度融合的具体建议。这一建议不仅有助于推动技术创新和人才培养，还通过促进产学研之间的紧密合作，提升了中国数字经济政策的创新性和实用性。
（4）强化数字化治理能力，实现可持续发展。本研究在数字化治理方面提出了提升政府数字化治理水平、加强安全监管以及推进数字化绿色化协同发展的建议。这些建议不仅有助于确保数字经济的安全稳定发展，还体现了对可持续发展理念的重视，展示了中国在数字经济政策制定上的前瞻性和创新性。
（5）推动产业数字化转型，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本研究建议通过政策引导推动各行业尤其是传统产业的数字化转型，并鼓励企业加大技术创新投入以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这一建议不仅有助于提升产业效率和竞争力，还体现了对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深入贯彻和实施。
通过对中韩两国数字经济政策的深入分析和比较，本研究提出了一系列具有创新性和前瞻性的政策建议。这些建议不仅有助于完善中国数字经济政策体系、推动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为经济社会的转型和发展注入新动力，而且还为中韩两国在数字经济领域的合作提供了有益的启示，有助于两国共同应对全球数字经济发展的挑战、共享发展机遇。同时，本文所建立的政策“工具—目标”二维分析框架和基于文研究计量分析方法的比较研究也为数字经济政策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方法论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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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67	20	19	7	8	38	13	21	10	6	2	11	33	12	25	类型	基础设施	资金投入	人才引培	资源分配	技术支持	组织领导	鼓励引导	国际交流	产业发展	技能培训	技术创新	税收优惠	安全监管	法律法规	目标规划	数值	供给面
54.45%
需求面
17.81%
环境面
27.74%

供给面	需求面	环境面	159	52	81	
3 基础设施 资金投入 人才引培 资源分配 技术支持 组织领导 鼓励引导 国际交流 产业发展 技能培训 技术创新 税收优惠 安全监管 法律法规 目标规划	基础设施, 5.34%
资金投入, 1.50%
人才引培, 5.13%
资源分配, 6.62%
技术支持,17.95%
组织领导, 0.64%
鼓励引导, 1.28%
国际交流, 1.92%
产业发展, 13.89%
技能培训, 4.06%
技术创新, 14.96%
税收优惠, 2.56%
安全监管, 16.03%
法律法规, 4.91%
目标规划, 3.21%

4	25	7	24	31	84	3	6	9	65	19	70	12	75	23	15	3	基础设施	资金投入	人才引培	资源分配	技术支持	组织领导	鼓励引导	国际交流	产业发展	技能培训	技术创新	税收优惠	安全监管	法律法规	目标规划	供给面
37.18%
需求面
36.11%
环境面
26.71%

1	供给面	需求面	环境面	2	174	169	125	
中国	数字产业化	产业数字化	数字化治理	数据价值化	59	122	79	32	韩国	数字产业化	产业数字化	数字化治理	数据价值化	256	57	45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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